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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19世纪早期，英国实行的新济贫法作为一种最低限度的社会保障，饱受争议，引起工人强烈不满与反对，

但其作为最后一道防线，在避免英国工人激进主义运动走向暴力革命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19世纪中期

的经济繁荣缓解了劳资矛盾，工会世界诞生了以维持工会会员最低生活水平为原则的“新精神”，这一

“新精神”推崇与资本家谈判、调解、仲裁、公断等和平方式，进一步推动了工人阶级改良主义的发展；

19世纪后期，特别是1973年的经济大萧条使许多工人失业，陷入贫困，生活水平严重下滑，新济贫法

的兜底作用失去效用，工人罢工运动此起彼伏，推动英国现代社会保障制度逐步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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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early 19th century, the new poor Law, as a minimum social security, was highly controver-
sial and caused strong dissatisfaction and opposition among workers. However, as the last line of 
defense, it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preventing the radical movement of British workers from 
becoming violent revolution. In the middle of the 19th century, the economic prosperity eased the 
labor-capital conflict, and the “new spirit” was born in the trade union world based on the prin-
ciple of maintaining the minimum living standard of trade union members. This “new spirit” ad-
vocated peaceful means such as negotiation, mediation, arbitration and arbitration judgment w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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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pitalists, which further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working class. In the late 19th century, 
especially the Great economic depression in 1973, many workers lost their jobs and fell into po-
verty, and their living standards fell seriously. The backstop effect of the new poor Law lost its ef-
fect, and workers' strike movements emerged one after another, which gradually promoted the 
establishment of modern social security system in Brit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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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9 世纪的英国处于由前工业社会向工业社会急剧转型的过渡过程中，工人运动呈现出合法斗争与暴

力斗争相混合的状态，但总体上倾向于和平改良。针对 19 世纪英国工人运动的改良主义特点，许多学者

给出了解释：王雪认为，经济发达，法制健全，社会改良是影响工人运动的主要因素[1]。孟艳认为，阶

级关系的复杂性、特殊性，政治领域的进步与改革，思想文化领域的保留与变革，在不同时期，在不同

程度上，促成了工人运动改良主义的形成、巩固与发展[2]。王可园和郝宇青强调政治权利对英国工人运

动的影响，他们指出，1832 年改革中工人阶级“一无所获”，导致其阶级意识的增强和锐化，最终出现

争取普选权的“宪章运动”。1867 年的议会改革，让部分工人上层进入议会，“工联主义”随之盛行。

1884~1885 年的议会改革，再一次扩大了工人选举权，进一步弱化了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强化了作为

英国工人运动特色的改良主义[3]。可以看出，以上学者对英国工人阶级改良主义的研究，主要侧重于经

济发达、政治改革、思想文化保留与变革、社会改良、法制健全以及阶级关系复杂特殊等方面的分析与

阐释，实际上，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4]。人们为

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5]。英国

工人运动改良主义的前提首先应该是维持其生存的最低生活水平，19 世纪英国的社会保障对工人运动改

良主义产生了哪些影响？反过来，英国工人运动在英国现代社会保障制度形成过程中发挥了怎样的作

用？这些问题的解决有助于理清 19 世纪英国社会保障史、英国工人运动史以及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 

2. 19 世纪早期英国的新济贫法与工人运动 

19 世纪初，正处于由前工业社会向工业社会急剧转型中的英国，因为实行工厂制度和采用机器导致

大量手工工人失业，再加上食物价格上涨，工人阶级提出提高工资和放宽救济条件的要求，此时距 1601
年《伊丽莎白济贫法》颁布已过去 300 多年，英国贫民已经习惯于依靠这一制度，甚至认为他们理应享

有接受救济的权利。1834 年颁布的新济贫法与工人放宽救济条件的要求背道而驰，引起贫困工人的强烈

不满与反对，很多地区爆发了轰轰烈烈地反济贫法运动，部分地区呼吁按照旧济贫法救济贫困工人。 
旧济贫法之下，特别是 19 世纪初期，英国政府为解决贫民问题实施的斯宾汉姆制度，改变了传统济

贫法制度的特征，其所规定的提供救济的条件改变了原来的规定，以至于把就业者与失业者都包括在救

济范围之内，只要他们的收入低于一种最低生存标准[6]。工人失业或者工资低时都能从济贫金中得到补

助，旧济贫制度养活了失业工人，帮助了工资低和孩子多的人，使私生子的父亲能够抚养自己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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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承认穷人是完全需要保护的([5], p. 486)。斯宾汉姆制度实行以人为单位的救助模式，使低收入者也能

享受最低的生活保障，但其存在两方面的缺陷：一方面以人为单位的救助模式，促使贫困人口为了获取

更多救助多生孩子，导致英国人口迅速增长，使贫困人口不减反增；另一方面把济贫范围扩大到低收入

群体，促使济贫税猛增，纳税人无法承受陷入困境，甚至由提供救济者沦为接受救济者。这样的济贫法

仿佛使英国陷入怪圈，提供越多的救济，它就越发鼓励着它本所救济的贫困发生[7]。1834 年通过的新济

贫法为了吓退每一个还有一点希望可以不靠这种社会慈善事业过活的人，为了使穷人只是在万不得已时

才去请求救济，为了使他在决定请求救济以前自己先尽到最大的努力([5], p. 487)，建立在马尔萨斯《人

口原理》基础上的新济贫法仅提供有限的院内救济，济贫院内的伙食比最穷的就业工人吃的还要差，工

作更繁重，家庭被拆散……这些做法被以《泰晤士报》为核心的新闻舆论界斥之为违反人性的，在织工

们看来，废除伊丽莎白女王第四十三号法案而代之以新条例，这就取消了一向使他们同有钱阶级保持联

系的纽带，打碎了同情链条中的最后一个环节[8]。韦伯夫妇认为新济贫法促进了英国早期的工人运动，

工人对于新济贫法、不公平之粮食税及统治阶级之普遍压迫之憎恨，在当时工会案卷中灼然可见。罗维

特及他人于 1836 年之工人联合会中所发起之“六点”运动遂变为工人阶级希望之中心……工人方面对于

宪政改革既已完全失望，于是宪章运动家中之“膂力”派日占优势，而 1839~1842 年之起义主义亦告产

生矣[9]。英国社会史家希尔一针见血地指出，新济贫法将许多工人变成了宪章主义者[10]。新济贫法提

供有限救济，把许多工人排挤在救济范围之外。工人生活无法维持，再加上宪章运动活动家积极参与反

济贫法运动，无怪乎恩格斯指出，新济贫法也大大促进了工人运动的发展，特别是促进了宪章运动的扩

展([5], p. 492)。作为英国工人第一次单独政治活动的宪章运动，其骨干力量是正在消失的手工工人，钱

乘旦先生指出，宪章运动正是几十年来工人激进主义的直接继承人，也是它充分发展的顶峰[11]。但是，

继承激进主义传统的宪章运动在三次运动高潮中不主张使用真正的暴力，不准备发动革命，不打算放弃

和平请愿的意图，提出各种改良的“最后方案”。为什么声势浩大的宪章运动虎头蛇尾？以致于《伦敦

新闻画报》讽刺宪章运动：“一座大山要生孩子，大声呻吟，结果最后只生出来一只小老鼠。”[12]宪章

运动作为一次工人阶级的暴力斗争却带有严重的和平主义倾向，钱乘旦先生给出的解释是，英国的工厂

工人反对资本主义剥削，但并不想打碎资本主义这个体制，事实上是被工厂制消灭的手工劳动者最暴烈

地反对工厂化([11], p. 274)。此外，英国的文化素来具有渐进、妥协的特点，特别是光荣革命以来，英国

人认识到很多事情不诉诸武力也可以解决，这一点也影响到新生的英国工人阶级。当然，19 世纪中期英

国的经济繁荣发展也是宪章运动衰落的重要原因之一。然而，不能忽视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新济贫法提

供的最低水平的有限救济。 
新济贫法自产生以来备受争议，批评的声音不绝于耳，但其作为工人革命最后一道防线所发挥的作

用不容忽视。济贫法经常因使寻求援助的人蒙受羞辱、堕落和污辱而受到批评，这样的批评是可以理解

的，因为 20 世纪的体系已经转向考虑接受救济人的权利。但是，在新济贫法实施的过程中，其为那些遭

受工业化最糟糕后果的人提供了一些救济。与其批评其过于严厉，倒不如批评这种制度过于有益，从而

维持了新兴资本主义国家的不平等，而不是导致革命或激进改革[13]。正如 E.P.汤普森所言，工匠们只是

在绝望以后才到济贫所去……伦敦的工匠很少沦落到如此恶劣的处境，他们走进济贫所的大门之前往往

要经过许多中间阶段，他们的经历因行业不同而相去甚大[14]。只是在绝望以后才到济贫所去，或许与工

匠的“工人贵族”地位有关，或许与其文化有关，可以肯定的是，济贫所是工匠们走投无路时的最后选

择，而不是暴力革命。结合多塞特郡穷人进入济贫所时三种不同类型的存货清单，约瑟夫·哈雷研究发

现，身体健全的穷人通常把济贫院作为一种短期生存策略，然后在可能的时候离开。根据哈雷的研究，

济贫所尚具有些许弹性：人们可以在临时困难时使用，室内救济可以根据贫民的情况来实施救济。比明

斯特的仓库库存表明，一些穷人甚至不止一次使用济贫院，并多次存放他们的财产。此外，身体健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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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会进入济贫院接受医疗帮助，或者在当地就业机会很少的时期选择进入济贫院，然后在健康恢复或有

更多工作时离开济贫院，从教区取回他们的财产。因此，许多济贫院的贫穷救济的性质不仅仅是穷人尽

可能地利用一个制度，或者教区压迫穷人；相反，双方之间有一个谈判的因素[15]。可见，短期救助与其

中的谈判因素，使济贫院提供更加符合工人实际情况的服务成为可能。1834 年颁布的新济贫法使济贫院

遭受众多批评，但从防止工人走向暴力革命的角度看，济贫院成为工人革命的最后一道防线，因失业或

者疾病走投无路时，工人可以选择暂时进入济贫院而不是选择革命。宪章运动虽然如火如荼地进行着，

但这一运动在本质上是和平的，并不谋求通过暴力革命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16]。至此可见，19 世纪早

期的新济贫法作为一种最低限度的社会保障，尽管饱受争议，但在避免英国工人运动走向暴力革命方面

发挥的作用不容低估。 

3. 19 世纪中期英国“新模范”工会的保险事业与工人运动 

19世纪中期的经济繁荣，降低了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抗性。根据伍德 1850~1875年间的统计数据，

除个别危机年头外，英国工人的工资一直居于上升态势[17]。经济发展拓展了英国工人的生存空间，提高

了工人的生活品质，也因此改变了工人运动的方向，使其逐步趋向改良主义[1]，工人运动改良主义进一步

发展，具体表现在远离政治，关心工资、劳动条件、学徒制等经济方面；远离暴力革命，倾向于和平改良；

诋诽罢工，代之以谈判、调解、仲裁、公断等“新精神”。19 世纪 60 年代，合法的工会组织，更接近福

利组织，而不那么像阶级斗争的训练营了。工会领袖自己都强调说，只有迫不得已，才会罢工[18]。 
韦伯夫妇所谓的“新模范”工会足以感动工人之处在于：其将职业保护会之作用 1 及永久保险公司

之作用合而为一，如蒸汽机制造工人协会自始即以罢工津贴、旅费、丧葬费供给会员，因偶然事故而残

废之会员，且可得到终身抚养费。1846 年，又增加低额疾病扶助金一项，不久对于年老会员又发给养老

金([9], p. 159)。至此，在工会中可见英国工伤保险制度、医疗保险制度以及养老保险制度等现代社会保

险制度的雏形了。此类利益之分配其始即系该会主要之目的，亦说明工会之福利性质。因工会“保险基

金”与职业保护基金二者合而为一，所以工会便可利用会中工人之捐款资助罢工，特别针对雇主向工会

世界之宣战，全工会世界的捐款支援，虽不能达到其罢工要求，但能援助工人打破雇主之不良目的。如

1959~1960 年建筑业之罢工，所收之捐款达 23,000 镑，远远超过从前任何一次罢工所捐之数额：伦敦钢

琴制造工人捐 300 镑。因进行长期自费罢工而初露头角之燧石玻璃工人，亦捐出同样数目之款项。各产

业中心皆设“各业委员会”，并均汇来巨款。格拉斯高与曼彻斯特各捐 800 镑以上，利物浦捐 500 镑。

新成立之约克郡矿工联合会亦寄到 230 镑。汽锅工协会、桶工协会、马车工协会尤慷慨捐输。但捐款最

多而足以轰动一时者则为机械工联合工会连续 3 周每周千镑之捐款([9], pp. 166-167)。建筑业工人在此援

助下，终于迫使雇主至 1860 年 2 月屈服，资劳双方之苦战始告结束。此举引来雇主之非议，谓之：此乃

是一种不诚实之企图，拟利用无辜之捐款者所捐之款资助罢工，而该项捐款原系疾病、工伤事故及年老

之保险费用。此类雇主抗议在向 1867~1868 年之皇家委员所举之证据中极为常见。且系 1852~1879 年间

对于工会运动所下之无数批评之主要材料([9], p. 161)。此外，罢工之于工会工人只是走投无路时不得不

采取的措施。我们甚至可以认为，避免罢工亦可作为“新模范”工会之“新精神”。 
为了维持工人的生活水平，“新模范”工会信奉支配工会世界之“新精神”，这一“新精神”推崇

与资本家谈判、调解、仲裁、公断等和平方式解决劳资冲突，反对以暴力、罢工等较为激烈地解决方式。

奉行“新精神”之“新模范”工会尽量避免罢工，避免与雇主发生对抗，因为他们认为罢工会损害工会

的固定收入，1855 年 1 月石工双周通报主笔言曰：“吾人相信罢工乃工会之致命伤。”([9], p. 145) 1855
年，机械工联合工会执行委员会告同业工人书更加明确了工会捐款之用途：补助救贫费之一种普通志愿

 

 

1保护工人免受雇主之压迫，亦保护入会技术工人排斥非技术工人之竞争(排外精神之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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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9], p. 164)。罢工之举原已声名扫地，此时更因产业合作之原理 2 传布于较有思想之工人间而益遭鄙视

([9], p. 163)。此时工会之罢工开始成为迫不得已之行为。大多数的“新模范”工会领袖都以自己阻拦罢

工多，发动罢工少为荣。1866 年丹宁为文论曰：“一度强盛之机械工联合工会，今亦如‘槲木’、‘看

林人’或其他大规模之共济会，不能再从事罢工运动。……该会从前本负两种任务，今则只有一种任务，

即共济会之职务，只对失业或寻觅工作之会员，予以救济而已。”([9], p. 230)尽管如此，“新模范”工

会仍然于 1867 年遭遇严重危机，雇主及其同盟者将毅然利用皇家委员会及设菲尔德之暴行而以刑法压迫

工会，不难逆料。为了设法证明大工人共济会非罢工工人，亦非实施暴行之人，亚普尔加司这位木工联

合工会总书记能够表明，该会就财力雄厚而言，在工会世界中占第三位，不但未曾酿成罢工风潮，且以

其大部分之精力从事保险公司之事业。彼代表会员否认反对机器、进口货、件工、额外工作时间及自由

雇用学徒。其实彼所据以树工会运动之基础者，即不顾一切危险，维持标准工资率及标准工作时间，并

积存一笔基金，使工会每一会员能对其自身劳动画一最低价格，以保证上项工资率及工作时间([9], p. 191)。
据亚普尔加司为工会运动所做辩护来看，工会会员每周 1 先令的高额会费保证了“新模范”工会的共济

性质，维持了会员的最低生活水平，发挥了重要的救济作用，使其不致采取罢工等较为激烈手段对抗雇

主。 
针对“新模范”工会运动的改良倾向，莫尔顿、台德指出，在 1851 年和 1889 年之间，“混合机器

工人协会”关于各种互助金的支出达 2,987,993 镑，而罢工津贴仅占 87,614 镑。因此，这种工会常常有

退化成一种联谊会互助会的风险[19]。此种共济工会于经济繁荣之时尚能维持运行，逢经济萧条必将瓦解，

工人罢工风起云涌。1870 年代，英国经济迎来大萧条，此时工人于工会运动中所得之安乐，并不较其于

政党政治中所得者为多。例如石工、木工或铸铁工，均感觉其从前强大之工会，尽沦为与疾病丧葬扶助

会相差无几之小团体，甚至对于工人为反抗减少工资及加多钟点而行之罢工，亦不予任何援助，而仅向

会中较为富有之会员一再借款，以维持失业津贴。商业之凋敝既已年复一年，彼又觉共济利益亦渐减少

而捐款加多，许多坚强之工会运动者皆脱离实际，成为“无益”之会员。工人共济会——新派领袖之“科

学的工会运动”——事实上旋即失却信用([9], p. 273)。1887 年 9 月，约翰·伯恩斯论曰：“工会运动既

如此构成，则工会运动本身实含有自取灭亡之因素。……其悍然担负惟国家或全社会始能担负之职务及

责任——其性质属于疾病扶助及告老退修之福利事业——致使会员纳捐过重，造成大工会之趋于瓦解。”

([9], p. 274)约翰·伯恩斯敏锐地洞察到，工会因其共济性质所搞之福利事业，只能依靠国家或者全社会

来进行，非工会自身所能胜任。然必须看到，作为官方济贫措施的补充，“新模范”工会的保险事业在

英国现代社会保障制度尚未成形之际所发挥的救济作用，特别是强迫维持工人生活水平这一工会运动根

本原则始终未被抛弃，这有利于工人运动改良主义的进一步发展，然工会之救济作用有限，逢经济萧条

保险金耗尽之时，工人运动随之复燃。 
综上，“新模范”工会因其共济性质受到工人贵族的欢迎，可谓成于斯；又因共济性质致使工会会

员纳捐过重，趋向于瓦解，可谓败于斯矣！需要注意的是，19 世纪中期，除了“新模范”工会提供的维

持工人最低生活水平的保障外，英国官方开始实施疾病救济、儿童救济以及劳动救济等区别性救济[20]。
这一时期至 19 世纪后期，官方济贫所并没有多少实质性的救济措施，但其提供的区别救济所发挥的兜底

作用仍然继续存在。 

4. 19 世纪后期英国工人运动与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 

19 世纪 70 年代接二连三发生的商业衰退导致工人大量失业，在阴郁的 1879 年冬季里，有百分之十

 

 

2 起源于 19 世纪初的合作运动，是为了摆脱磨坊主的垄断，吃到廉价且没有掺假的粮食，当时人们视其为从内部改造社会的第一

步，1843 年，“罗奇德尔先锋队”开办了一小型商店，按会员的购买量付给红利，这种“红利”成了新模范合作社的基石。[英]
莫尔顿，台德。英国工人运动史 1770-1920 [M]。叶周，何新，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2，113-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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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参加工会组织的人——工人阶级中“较富裕者”——发现他们自己失了业，失去了工资，而他们小小

的存款和工会救济金一旦耗尽之后，只得依赖于“济贫法”的赈济或者说“济贫法”的严峻条款了[21]。
技术行业受到严重打击，非技术行业受到的打击更为严重，严重的失业问题使“报酬优厚的手工业工人”

同贱民们连成一气在特腊法尔加广场示威并打碎珀墨尔街的商店和俱乐部窗户时，体面人物大为震惊。

约瑟夫·张伯伦遂于 1885 年鼓吹一个“未经认可的纲领”——该纲领以私有财产者享受私有财产而对社

会只有“赎金”这种观念为基础，偿付“赎金”的方式就是对社会福利作出不断增加的贡献。这个纲领

包括免费教育、公共住宅、强迫征收的土地年税、议员薪金、高额税收([21], p. 18)。需要指出的是，“未

经认可的纲领”在 1885 年的选举中吸引了许多第一次投票的矿工，帮助了自由党人。 
19 世纪末期，英国工人的生活条件是否真如查尔斯·布斯《伦敦人的生活与工作》中描述的那样，

工作生活在人间地狱呢？英国费边社成员玛格丽特·柯尔指出，1889 年查尔斯·布斯的不朽之作《伦敦

人的生活与工作》还没诞生，然而一经问世，就揭示了那种比梅休所说的百分之三十的伦敦人生活在“贫

穷中”还要严重、而且具有更多证据的真情实况；而布思所说的“贫困”不单单意味着节省和艰苦度日，

贫困还导致堕落和令人作呕的生活方式。但西蒙·沙玛认为真正的贫民窟居民人口也许不超过全部城镇

就业人口的 10%。对绝大多数人来说，他们的生活条件——饮食、健康、住房、犯罪率——自 1851 年的

万国工业博览会，或 1887年的女王登基庆典以来就已经改变了([12], p. 395)。以住房为例，根据《1884~1885
年的皇家调查委员会》，张伯伦的证词：工人阶级家庭也不常常招揽寄宿者，正是在他的指导之下，这

个城市在 1875~1876 年就已经利用当代的立法去贯彻最早的一个清除贫民窟计划了，它也取得并大大改

进了水的供应，完成了排泄系统，而且提出了一套新的严格的建筑细则。它每幢房屋平均只住五个人，

从而没有什么专门意义的过分拥挤情形([17], p. 620)。如果事实真如西蒙·沙玛所言，与 19 世纪 40 年代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工人的悲惨生活相比，英国工人的生活条件在住房、饮食、医疗等方面

有了很大改善，那么 19 世纪末期英国工人的罢工应作何解释？玛格丽特·柯尔的论述或许可以作为答案：

无论对“痛苦日益加重”这句话如何认识，实际上并不是那些被压在最底层毫无希望的人们，而是过好

日子的人们愤怒地反对境况的恶化。“可尊敬的”工人的怒火使得富有者感到惊恐，以致在珀墨尔街的

骚乱发生之后，立即采取了踊跃向“伦敦市长”济贫基金捐款这一步骤——为防止海德门及其朋友们满

怀信心预言要在 1889 年巴士底狱陷落一百周年时发生的社会革命而采取的本能的保险措施([21], p. 19)。
换句话讲，19 世纪末期的工人运动主要是由在过去几十年里生活有所改善的工人发起的，这些工人因无

法忍受日益恶化的生活状况发起暴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英国新济贫法下的区别性救济逐步推进，不仅针对不同人群提供了儿童救济

和老年救济，而且针对不同社会问题提供了疾病救济和失业救济以及劳动救济[20]。加之，约瑟夫·张伯

伦于 1886 年向所有济贫监督官发出一份通函，推出一项针对失业者的劳动救济措施“市政公共工程计划”，

从这项计划只吸引了大多数的非熟练工人，多数失业的熟练工人不愿意得到市政公共工程计划提供的这

次劳动救济机会来看，兜底的官方济贫措施在解决熟练工人失业问题方面是无力的。整个 19 世纪末，尽

管提出来各种各样的解决失业者贫困问题的办法，但是，就国家来说，除了依靠济贫法所提供的一些极

有限的院外救济以外，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措施[22]。此时，兜底的济贫院制度已经不能满足工人，特别

是熟练工人的要求，走向更加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成为英国工人阶级的现实需要。于是建立更加有效的

社会保障制度，提高英国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成为英国各种工会组织与工党的重要目标[23]。 
关于英国现代社会保障制度产生的原因，丁建定将其归结为社会问题的严重化和济贫法制度的失效、

工人运动的发展、以及费边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影响三个方面[24]。刘颖认为，贫困和失

业等社会问题的严重化和济贫法制度的失效是这一制度建立的根本原因；来自工人阶级的政治压力是其

建立的一个重要原因；费边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为这一制度的建立提供了理论基础；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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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型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起了先导作用[25]。但是，将英国现代社会保障制度产生的原因归结为贫困和

失业等社会问题的严重化和济贫法制度的失效，容易使读者产生这样的误解，即 19 世纪末英国贫困和失

业等社会问题更加严重了，以致济贫法制度不能发挥作用，所以工人运动高涨。实际上，这样的分析是

缺乏根据的，19 世纪中叶以来，英国工人的生活条件有了显著改善，特别是在食物、衣着、[26]住房[27]
等方面，与 19 世纪 40 年代前后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相较，英国工人的生活水平显著提高。此外，根据

伍德 1850~1890 年的统计数据来看([17], p. 572)，19 世纪 70 年代大萧条之后，工人工资呈下降趋势，但

始终没有降到 1870 年之前的水平，1886 年前后恢复上升趋势。对比同一时期的消费品，如果就包括面

包在内的一切有连续纪录可查的普通消费品的价格计算，在 1850~1859 年这十年中平均值十七先令八又

二分之一便士的一批杂货，在 1880~1886年似乎用十六先令二又二分之一便士就可以买到了([17], p. 582)。
因此，19 世纪末，特别是 1875~1885 年这十年间，英国工人的生活水平只是因为经济大萧条下滑，生活

境况变差，使工人对越来越糟糕的生活状态感到愤怒，当然，贫困和失业依然困扰着许多工人，但此时

其已不能成为英国现代社会保障制度形成的基本原因或者根本原因。 
19 世纪末期的历次商业衰退确使工人的生活水平有所下降，甚至友谊会和消费合作社亦不能使许多

工人免于贫困和失业，但此时工人之罢工与 19 世纪前期的罢工原因已截然不同，19 世纪末期工人的罢

工更多的是为了反对生活境况进一步恶化，为了维持最低生活质量保障，也可以理解为，为了促进各项

福利的改善。基于此，英国工人阶级进行了一系列的斗争：其中包括 1886 年的“八小时工作日同盟”，

1889 年的“每小时 6 便士最低保障工资要求”，1896 年的“促进工人阶级的培训全国协会”，1898 年

的“反对血汗劳动制度同盟”，1898 年的“工人阶级全国住房联合会”和“有组织的劳工争取养老保险

全国委员会”等。1888 年，苏格兰工党通过的纲领中明确指出：“取消现行济贫法制度，而以疾病、意

外、死亡或老年的国家保险代替之”这一思想已涉及医疗、意外、死亡、养老等现代保险制度的重要内

容。 
关于 19 世纪后期英国工人运动与现代社会保障制度形成的关系，学界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一是英

国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形成是英国工人阶级运动的结果；二是在建立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过程中，英国

工人阶级的态度十分复杂，甚至抵制或反对一些重要的社会保障措施。英国著名工党史学者亨利·佩林

反对第一种观点，倾向于第二种观点，他认为，大多数工人对国家福利怀有敌意或漠不关心，至少在老

年养老金和国民保险等措施引入之前是这样，提出福利改革的劳工和社会主义政客，如韦伯夫妇或海因

德曼夫妇，本身就是中产阶级。工人阶级不欢迎国家福利的原因，他认为，部分源于工人对独立和自助

的根深蒂固的偏好，部分是因为人们怀疑国家是由富人经营或代表富人运作的复杂机构（法院对工会活

动所施加的限制显然就是例证），部分来自国家社会干预的经验很少给工人带来纯粹的好处。他举出了

工人对济贫法的仇视，义务教育的仇恨，后者剥夺了贫困家庭子女的重要收入，而地方当局的住房和清

理政策似乎剥夺了住房的数量。他的结论是，自由党的改革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中产阶级的压力[28]。英国

社会保障制度史学者帕特·塞恩基本认同佩林的观点，他认为，英国工人阶级态度复杂的原因在于工人

阶级对自由党政府政策的怀疑，对国家行动的不信任，不同的是，帕特·塞恩认为这些观点并不普遍，

而且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减弱。在英国，和其他地方一样，随着工党获得地方或中央权力，工人阶级

对国家福利的支持得到了加强。因此，从 20 世纪 20 年代开始，随着工党成为地方和中央层面的执政党，

他们更多支持国家行动([28], pp. 899-900)。因此，关于 19 世纪后期英国工人运动与现代社会保障制度形

成的关系，学界存在的两种不同观点并不矛盾。英国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形成是英国工人阶级运动的结

果，英国工人阶级之所以对社会保障制度表现出态度复杂，甚至抵制或反对一些重要的社会保障措施，

主要是出于对国家行为的不信任。 
综上，19 世纪末期，特别是 1873 年以来英国经济萧条，再加上浮动工资制的实行，英国工人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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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水平不同程度地下滑，特别是许多非熟练工人濒临失业，陷入贫困，罢工运动此起彼伏。此时的济

贫院发挥的兜底作用已不能满足工人阶级的要求，更好的社会保障成为英国工人阶级的现实需要。除了

工人阶级对统治阶级政策的不信任外，19 世纪末期英国工人阶级自身的自治与互助传统，以及自身存在

的异质性亦是重要原因。所谓异质性即存在于工人阶级之间的贫富差距 3、受教育程度、组织程度、地区

差异以及阶级意识水平等方面，由于这些差异的客观存在，处于不同阶层的工人阶级会对同样的社会保

障措施发出不同的声音，拥护、支持、抵制或反对。然随着英国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逐步成熟，特别是

工人阶级逐渐从中获益，这一制度将愈发得到英国工人阶级之欢迎。 

5. 结语 

纵观整个 19 世纪，英国的社会保障经历了由不完善到逐渐完善的过程，是现代社会保障制度形成的

前奏。1834 年颁行的济贫法修正案在保障工人生活方面发挥了兜底作用，尽管饱受争议，但在避免工人

激进主义者走向暴力革命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19 世纪中期英国“新模范”工会开始形成，其致力于保

障工人最低生活的保险事业，为能保证保险事业持续发挥作用，工会领袖以不罢工为荣，有力地推动了

工人运动改良主义的发展。19 世纪后期，特别是 1873 年以来英国经济的大萧条，促使工人阶级对社会

保障有了更高要求，这些要求体现在一系列的工人运动中，极大地推动了英国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 
19 世纪的英国工人运动总体上倾向于从暴力走向于改良，有学者高度赞扬这一发展趋势，视其为从

原始野蛮到社会文明进步的一部分：发展和平、符合宪法的集体谈判，取代这种粗暴的暴力，是从原始

野蛮到更文明社会进步的一部分。随着工会的壮大，他们越来越谴责这类暴力行为[29]。究其原因，除了

经济发展、政治变革、文化传统、社会改良等方面的因素外，社会保障的成熟程度亦是不容忽视的重要

原因。19 世纪英国的社会保障与工人运动似呈现出一种负相关的关系：社会保障越趋于完善，工人运动

越趋于改良，社会保障水平下降或不能满足工人要求之时，工人运动便高潮迭起。 
完善的社会保障措施是维护社会秩序和保持社会稳定的重要抓手。从 19 世纪 80 年代末开始，约瑟

夫·张伯伦提倡国家养老金、改善工人阶级住房、缩短工作时间以及降低最低工资等。正如他所相信的

那样，不仅因为它们本身是可取的，而且还因为它们可以确保社会和政治的稳定，并减少工党的影响力。

19 世纪 90 年代，他主张再分配福利，理由是“当穷人对富人没有真正的不满时，财产的基础就变得更

加稳固”([28], p. 877)。张伯伦的这些措施对于一向注重改善生活条件的工人阶级无疑是具有诱惑力的，

对工人阶级来说，革命的遥远前景不太可能比传统政客提供的养老金或更好的房子等有形的，即使是微

小的，物质改善更有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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